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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宏电池腐蚀普遍存在于混凝土结构中，当其与微电池腐蚀共同作用时会显著加速混凝土结构劣化。近年来随着我国

工程建设的不断推进，钢筋宏电池腐蚀引起的耐久性问题愈发突出，相应的防护需求日趋迫切。钢筋宏电池腐蚀影响因素众

多，成因复杂，是腐蚀领域的一项难题与挑战。本综述探讨了宏电池腐蚀的机理，详细介绍了其影响因素，概述了混凝土中

钢筋宏电池腐蚀研究进展，并展望了未来宏电池腐蚀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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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Macrocell Corrosion of Steel Bars in Concr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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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crocell corrosion occurs in concrete structures universally, which accelerates the deterioration of concrete structures, 
when combined with microcell corrosion. In recent years, the durability problem caused by macrocell corrosion becomes more 
prominen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China, thus demanding the corresponding protection. Nevertheless, 
there are man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rrosion of microcell and their causes are relatively complicated, thus becoming a great 
challenge in the field of corros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review offered an overview on the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macrocell corrosion of steel bars in concrete, including theory of the mechanism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addition, the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 of macrocell corrosion was also discus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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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是世界上使用最多的人造材料[1]。尽管钢

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良好，但我国仅在 1999～2000
年间用于维护因钢筋锈蚀而导致破坏的混凝土结构

的金额高达 5 000 亿元[2]。2014 年，我国因钢筋锈

蚀造成的损失超过 2 万亿元[3]。一直以来，钢筋锈

蚀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破坏的主要原因[4–5]。 
现今，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海洋

强国”国家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长服役寿命混凝

土主体工程结构如港珠澳大桥、青岛胶州湾隧道、

深中通道等已经建成或在规划建设中，因而在工程

领域愈发需要准确评估新建或在役混凝土结构的耐

久性[6–8]。实际结构中钢筋之间通常以箍筋(拉结筋)
或以钢筋网的形式存在电连接，因此在侵蚀介质(氯
离子、二氧化碳)的存在下将产生宏电池效应，产生

极高的腐蚀风险，对混凝土结构耐久性带来巨大隐

患[9]。因此，从作用机理以及影响因素上全面地认

识钢筋宏电池腐蚀愈发重要。 
本综述涵盖了混凝土中钢筋宏电池腐蚀研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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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重点分析宏电池腐蚀的影响因素，探讨了国内

外宏电池腐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宏电池

腐蚀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1  宏电池腐蚀概述 
1.1  宏电池腐蚀定义 

宏电池腐蚀通常由空间分隔的活化腐蚀钢筋部

位(阳极)与钝化或腐蚀速率较低的钢筋部位(阴极)
存在电连接而形成。钢筋成分不同或其所处环境不

同可产生空间分隔的阴阳极，通过钢筋网或箍筋形

成电连接，同时离子流通过混凝土基体，进而形成

宏电池回路[10–11]，如图 1 所示。 
 

 
 

图 1  氯离子引发的宏电池腐蚀 
Fig. 1  Macrocell corrosion induced by chloride 

 

宏电池腐蚀中，电子从阳极处向阴极处传输的

同时离子电流在混凝土孔隙溶液中传导[11]。活化区

域比钝化区域电位更负[12]，因此一旦活化区域与钝

化区域电连接，前者将经历一个从其平衡电位

(Ecorr,a)向更高电位(Ea)发展的阳极极化，并伴随着金

属消耗与电子释放，进而使活化区域产生整体为正

的净电流 IM[式(1)]，即宏电池腐蚀电流[11]；与之对

应，钝化区域经历从其平衡电位(Ecorr,p)向更低电位

(Ep)发展的阴极极化，产生与 O2 还原相关的负电流

I−M[式(2)][11]。单个电极的电化学极化行为通常用

B-V 方程(Butler–Volmer equation)描述[式(3)][11]。其

中：i 是电极上的净电流密度，A/m2；i0 是电极平衡

时候的交换电流密度，A/m2；βa表示氧化反应的阳

极 Tafel 斜率；βc表示还原反应阴极 Tafel 斜率。 
2Fe Fe 2e    (1) 

2 22H O O 4e 4OH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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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电池腐蚀中，由于活化区和钝化区存在一定

距离，所以需要考虑混凝土的 Ohmic 电阻(Re)，导

致 Ea低于 Ep
[11,13]。Ohmic 电势降(Ea−Ep)等于钝化区

和活化区的电势差。将 Ea−Ep、Re、IM 代入 Ohmic
定律得出式 4[11,13]。 

a p e ME E R I    (4) 

需注意，“活化钢筋成为阳极而钝化钢筋成为阴

极”的简化观点不够确切，因为无论是活化钢筋还是

钝化钢筋表面都会发生阳极反应和阴极反应[10]。电

连接时活性高的钢筋表面阳极反应增加，活性低

或钝化的钢筋表面阳极反应减少，但通常选择忽

略钝化钢筋表面的阳极反应。此外，以局部腐蚀

为例，腐蚀位点表现为纯阳极而周围区域表现为

纯阴极的情况极少[14–15]，通常认为阳极区也包含着

阴极区[16]。 
1.2  微电池腐蚀定义 

与宏电池腐蚀相对应的是微电池腐蚀。两者区

别在于，微电池腐蚀中钢筋的活性溶解与氧气还原

这两个半电池反应发生在微观尺度上的相邻位置，

离子电流路径极短[10]。阴阳极位点在空间中组合

在一起，混凝土电阻可以忽略[11]。除阴、阳极空

间重叠外，微电池腐蚀的腐蚀机制也发生在微观

范围内 [17]。阳极腐蚀产物 Fe2+可与阴极腐蚀产物

OH−直接发生进一步的反应[式(5)]。Fe(OH)2 也可被

继续氧化形成各种氧化物，如 Fe2O3·H2O[式(6)]，
Fe3O4·H2O [式(7)][12,17]。因此，微电池腐蚀的腐蚀产

物极易出现在腐蚀位点上，进而引起混凝土腐蚀涨

裂，而宏电池腐蚀的腐蚀产物存在“迁移”的情况，

存在于阴阳极之间。 
2

2Fe 2OH Fe(OH)    (5) 

2 2 2 22 34Fe(OH) O 2Fe O H O 2H O     (6) 

2 2 3 4 2 26Fe(OH) O 2Fe O H O 2H O     (7) 
随着微电池腐蚀过程趋于稳定，阳极氧化和阴

极还原将达到动态平衡，这种动态平衡伴随着阳极

的不可逆消耗(腐蚀)[11]。电势场将趋于均匀状态，

阳极电流 Ia与阴极电流 Ic相互抵消，因而混凝土内

没有电流流动，也不同于宏电池腐蚀外部存在腐蚀

净电流[11]。阴阳极的混合电位称为腐蚀电位 Ecorr。

此时 Ia、Ic 等于 Ecorr 下的金属溶解速率，即腐蚀速

率 Icorr，如式(8)[13, 17]。 

corr a cI I I   (8) 
1.3  宏电池和微电池腐蚀的关系 

宏电池腐蚀与微电池腐蚀密切相关。混凝土中

的钢筋如果发生了宏电池腐蚀，则通常同时存在微

电池腐蚀[11,17]，如图 2 所示。即使是宏电池腐蚀的

活化区域也会存在微电池腐蚀[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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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腐蚀与非腐蚀区之间的宏电池腐蚀电流和腐蚀区内的

微电池腐蚀电流[16] 
Fig. 2  Representation of macrocell current between non-corroding 

and corroding zones and microcell current produced 
within the corroding zone[16] 

 
但宏电池与微电池腐蚀界定方法并不明确。微

电池腐蚀发生时钢筋表面阴阳极区域极其微小，分

散在钢筋表面且位置不固定，随时间随机变化。如

果钢筋表面活化与钝化部位有着在几毫米到几米的

距离，即“局部分离”，就会形成具有高腐蚀速率的

宏电池腐蚀。因此，从混凝土内阴阳极腐蚀作用位

点的距离来划分宏电池腐蚀与微电池腐蚀是较为合

理的方法。需要指出的是，宏电池中阴极与阳极的

位点距离的临界尺寸随混凝土或钢筋的组分、尺寸、

温湿度等自身因素或环境因素而改变。 
Andrade 等[18]提出宏电池与微电池腐蚀之和构

成了总的腐蚀。阳极腐蚀位点除了与钝化钢筋电耦

合外自身还具有微电池腐蚀活性，IM只是总腐蚀电

流 Icorr 的一部分。绝大部分情况下，宏电池腐蚀作

用都可添加到微电池腐蚀作用之中[10]。总腐蚀电流

密度 icorr等于宏电池电流密度 iM和残余的微电池电

流密度 imicro 之和[式(9)]。其中 imicro 的大小取决于耦

合中活化钢筋的阳极极化程度，如果阳极钢筋发生

强极化，则 imicro 可忽略[13,17]。 

corr M microi i i   (9) 

在腐蚀电流密度的求算方面，实验室条件下通

常选用线性极化法(LPR)测量单根钢筋的腐蚀电流

密度，即利用钢筋腐蚀电位附近极化电位(△E)与极

化电流位(△i)的线性关系，求得曲线的斜率即为线

性极化电阻 Rp(Ωcm2)[19]，见式(10)。 

p
ER
i





 (10) 

通过 Stern-Geary 方程，由 Rp 值直接得到腐蚀

电流密度 icorr
[20][式(11)]。 

corr
p

Bi
R

  (11) 

其中，B 通过腐蚀过程中阳极反应和阴极反应

的塔菲斜率 βa与 βc求算，获得[式(12)] 

a c

a c

B  
 




 (12) 

此外，通常 Rp 的量纲为 Ωcm2，具有面积属性，

即需要确定式(10)中腐蚀电流密度的变化值 Δi 所对

应的钢筋面积。当该部分钢筋全部发生微电池腐蚀

时，最终根据式(11)所求得的 icorr即为微电池腐蚀电

流密度，而对于氯离子所引发的锈蚀在初期通常以

大阴极小阳极的点蚀为主，这时 LPR 所得到的腐蚀

电流密度实际上为全部钢筋面积的微电池腐蚀与宏

电池腐蚀电流密度之和。 
通常情况下，建筑内部钢筋电连接情况复杂，

因此当所测量体系的面积未知时，可以不考虑极化

区域的面积从而得到量纲为 Ω 的 Rp 值，这时 LPR
将求得腐蚀电流的大小而非腐蚀电流密度。 

对于宏电池腐蚀的电流密度求算方法通常是采

用零电阻电流表或高阻抗伏特计得到腐蚀电流值

IM，并根据 IM与阳极钢筋的锈蚀面积 S 之比得到宏

电池腐蚀电流密度 iM
[10, 21][式(13)]。 

M
M

Ii
S

  (13) 

需要注意的是，阳极钢筋的锈蚀面积并非恒定，

而是随着腐蚀进程的推进不断增大，故采用设置的

阳极工作面积 S’来代表 S。S’通常远大于 S，故将造

成宏电池腐蚀电流密度的低估。然而，在实际工程

中由于钢筋间的复杂电连接，难以对宏电池腐蚀电

流进行直接测量。 
在进行宏电池腐蚀试验中常忽略微电池腐蚀，

这导致一个普遍的假设：“只要宏电池腐蚀存在，即

宏电池腐蚀在钢筋腐蚀作用中占主导。”实际上，宏

电池和微电池腐蚀的腐蚀机制都起重要作用，如果

忽略其中的任何一个，则总腐蚀可能会被低估。

Rodríguez 等[22]认为仅通过宏电池腐蚀测量手段确

定腐蚀开始与腐蚀程度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不发生

宏电池腐蚀并不意味着没有微电池腐蚀，在高性能

混凝土尤为如此。Andrade 等[23]通过试验得出，只

有当钝化/活化区域面积之比大于 50:1 时，宏电池腐

蚀才与微电池腐蚀的影响量级相同。使用无限大的

阴极和无限小的阳极，即通过调整阴阳极面积比实

现理论上宏电池腐蚀速率的最大值，才使钢筋的活

化腐蚀速率增长至仅存在微电池腐蚀的 2～5 倍。同

时，Trejo 等[24]发现重量分析法与宏电池腐蚀速率测

量得出的腐蚀质量存在差别，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微

电池腐蚀。因此，在考虑宏电池腐蚀时也要考虑并

评估微电池腐蚀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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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宏电池腐蚀的影响因素 
2.1  宏电池腐蚀的钢筋因素 
2.1.1  钢筋类型对宏电池腐蚀的影响    同一混凝

土中不同种类钢筋的宏电池腐蚀情况不尽相同。

Saraswathy 等[25]发现与冷轧钢筋相比，热机械处理

钢筋的耐宏电池腐蚀性能更好。不锈钢钢筋即使在

宏电池腐蚀下，经过 10 次干湿循环(3%NaCl 溶液

以 15 d 为周期)暴露 1 a 也未显示出任何锈蚀迹象，

显示出更为优异的抗宏电池腐蚀性能。Tae 等[26]

通过试验得出，钢筋耐碳化引起的宏电池腐蚀所需

的最低铬含量为 7%；混凝土中氯离子浓度不超过

3 kg/m3 时，11%铬含量的钢筋才可保证其耐宏电池

腐蚀。尤其是在混凝土保护层开裂引起的宏电池腐

蚀下，钢筋耐宏电池腐蚀性能随着 Cr 含量的增加而

增加。 

如果钢筋上环氧涂层破损严重，腐蚀将沿着相

邻涂层下的钢筋扩展。Sagues 等[27–28]发现无论是镀

锌涂层还是熔融粘结的环氧涂层，二者破损后均有

发生破损处钢筋作阳极、周围涂层钢筋作阴极的大

阴极小阳极宏电池腐蚀的可能。氯离子环境下环氧

涂层受损的钢筋宏电池腐蚀电流密度可达到了

30.4 μA/cm2。此外，Vedalakshmi 等[29]按照 ASTM-G 
109 试验方案[30]，验证了水泥浆涂层比环氧基涂料

对于氯离子引发的宏电池腐蚀具有更高的破损容

限。相同的破损程度下，水泥浆涂层比环氧涂层表

现出更好的性能，前者局部破坏产生的宏电池腐蚀

电流在 275 d 时仅为 60 μA(0.73 μA/cm2)，且目视检

查时铁锈只出现在受损区域而未扩展。 
2.1.2  阴阳极面积比对宏电池腐蚀的影响    阴阳

极面积比越大(SC/A)，宏电池腐蚀系统电位更正[31–32]，

宏电池腐蚀电流密度 iM越高[23, 33–35] (如图 3 所示)。 
需注意，阳极面积应是阳极钢筋上阳极腐蚀位点的

面积之和，且其值会随着阴极钢筋与阳极钢筋间比

例的增大而增大，从而使宏电池体系中实际的阴极

与阳极面积比值的增加幅度下降。 
Warkus 等[9]通过数值模拟发现，当阴极钢筋增

加 3~4 倍时，宏电池腐蚀电流仅增加约 30%，因此

阴阳极面积比对宏电池腐蚀体系的影响较弱。此外，

电阻率越高，SC/A 的增加对宏电池腐蚀电流密度的

增加作用越小，但只要 SC/A增加即对宏电池体系存

在促进作用。 
2.2  宏电池腐蚀的钢筋–混凝土界面因素 

钢筋混凝土界面(SCI)是近年来混凝土内钢筋

锈蚀的研究热点，其对混凝土内钢筋腐蚀速率有着

重要影响[37–39]。普遍认为多根钢筋有利于发生宏电

池腐蚀，但实际上单根钢筋也能发生宏电池腐蚀。

混凝土的泌水易使钢筋下部混凝土出现气孔，因

此与空气接触的钢筋下半部作为阴极，钢筋上方

与外界环境接触作为阳极，进而导致宏电池腐蚀

出现[40]。Nasser 等[41]通过试验得出，对于碳化引

起宏电池腐蚀，具有界面缺陷的钝化钢筋的自由

腐蚀电位明显低于没有界面缺陷的钝化钢筋，界

面缺陷试样比无界面缺陷试样的宏电池腐蚀电流

高出 3 倍。 
 

 
 

图 3  阴阳极钢筋表面积比对钝化钢筋的电位(Epas)和活化

钢筋的腐蚀电位(Eact)与宏电池腐蚀电流密度(imac)间
关系的影响[36] 

Fig. 3  Effect of the anode-to-cathode surface ratio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tential of passivated bars 
(Epas) and the corrosion potential of activated bars 
(Eact) and the corrosion current density of the 
macrocell(imac)[36]  

对于氯离子引发的单根钢筋宏电池腐蚀，氯离

子首先在钢筋面向混凝土保护层的最薄弱点处达到

临界值，钢筋下方因气孔的存在可持续获氧，形成

宏电池体系[17,42]。随着腐蚀过程的进行，上层钢筋

的表面形成大量腐蚀坑，腐蚀坑彼此连接，沿钢筋

表面产生大量腐蚀产物。混凝土开裂前，因面向混

凝土保护层一侧离外界环境中氧气和水更近，腐蚀

位点仅分布在面向混凝土保护层的钢筋半周上。作

为阳极腐蚀区域与同一根钢筋反向侧的阴极钝化区

域间存在电位差，形成单根钢筋上的宏电池腐蚀的

驱动力。该情况下腐蚀反应的阳极主要位于钢筋的

上层半圆周表面。铁锈作为腐蚀产物会在面向保护

层的钢筋一侧上生长，膨胀应力随着铁锈的增长而

增加，最终导致混凝土保护层开裂[43–44]因此单根钢

筋的宏电池腐蚀现象与微电池腐蚀较为相似。 



第 49 卷第 8 期 李佳祺 等：混凝土中钢筋的宏电池腐蚀研究进展与展望 · 1635 · 
 

 

2.3  宏电池腐蚀的混凝土内部环境因素 
2.3.1  胶凝材料对宏电池腐蚀的影响    因宏电池

腐蚀中阴极与阳极在空间中分隔，宏电池腐蚀中混

凝土电阻率因离子流的存在而格外重要。凡是影响

混凝土电阻率的因素均可对宏电池腐蚀产生影响，

而钢筋混凝土结构中混凝土基体的电阻率通常与水

灰比、胶凝材料种类等有关。Hansson 等[10]通过试

验发现低水灰比的高性能混凝土(HPC)电阻率比高

水灰比的普通混凝土(OPCC)高 5 倍以上。高电阻率

代表了混凝土对离子传输具有更高的抵抗力，因而

HPC 的宏电池腐蚀和微电池腐蚀之差远大于

OPCC。OPCC 中钢筋微电池腐蚀速率是宏电池腐蚀

的 2 倍，属于同一数量级；HPC 中钢筋的宏电池腐

蚀电流密度(<10−5 A/m2)相比于 OPCC(～10−2 A/m2)
小 3~4 个数量级，可忽略不计；HPC 中微电池腐蚀

速率(∼10−3 A/m2)仅比 OPCC 中(<10−2 A/m2)低大约

1 个数量级，不可忽略。上述这种差异归因于氯离

子在混凝土中扩散速率的差异。尽管 HPC 中顶部钢

筋与底部钢筋之间存在电连接，但顶部钢筋的腐蚀

仅限于微电池腐蚀。因此，使用宏电池腐蚀测量结

果时必须小心，未测出宏电池腐蚀电流并不意味着

没有发生腐蚀。需要说明的是，该试验中 2 类 HPC
在接触氯离子 180 周后都没有发现明显的宏电池腐

蚀迹象，因此使用高性能混凝土是防止发生宏电池

腐蚀的有效手段。 
电阻率通过显著影响混凝土离子电流强度，从

而影响阳极钢筋的局部溶解速率[13]。电阻率高时

宏电池腐蚀只能增加 10%的腐蚀速率[23]，低电阻

率的海上大桥中 90%的金属损耗则由宏电池腐蚀

引起[45]。Warkus 等[9]采用试验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的

方法，研究了不同几何结构混凝土的宏电池腐蚀情

况。当混凝土电阻率低于 1 000 Ω·m 时，宏电池腐

蚀电流密度可认为高于 1 mA/cm2，属于中等腐蚀速

率或高腐蚀速率，在此电阻率区间的腐蚀是由混凝

土电解质电流和阴极反应的电流消耗了大部分可用

的驱动电压。Warkus 等[9]还发现腐蚀电流密度随电

阻率的增加而明显减小。高宏电池腐蚀电流密度出

现在 100 到 1 000 Ω·m 之间，这与宏电池腐蚀形成

的高腐蚀速率通常发生在湿润混凝土结构这一现场

观测结果相符。 
Sohail 等[32]通过试验与数值模拟相结合手段，

根据几何效应及B-V边界条件得出宏电池腐蚀电流

与混凝土电阻率之间呈非线性近反比关系。Li 等[36]

从机理上论证了混凝土电阻率与阴阳极电势差及宏

电池腐蚀电流间的关系，如图 4 所示。 
Warkus 等[9,46]发现高炉矿渣水泥制成的混凝土

(BFSC)相比于与 OPCC，可通过增加混凝土电阻率

与钢筋极化电阻值而降低宏电池腐蚀系统中阴阳极

驱动电压，达到降低宏电池腐蚀速率的目的。

Sirivivatnanon 等[47]通过试验得出添加各种辅助胶

凝材料可有效降低混凝土的宏电池腐蚀危害。

Vedalakshmi 等[48]发现分别掺加了矿渣与火山灰的

混凝土中钢筋宏电池腐蚀腐蚀速率分别比 OPCC
中，钢筋的腐蚀速率低 9 倍与 10 倍。这主要是因为

通过改善混凝土的微观结构而增加了混凝土电阻

率，从而降低了宏电池腐蚀速率。 
 

 
 

图 4  混凝土电阻率对钝化钢电位(Epas)和活化钢电位(Eact)
与宏电池腐蚀电流密度(imac)间关系的影响[36] 

Fig. 4  Effect of concrete resistiv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ssivation steel potential (Epas) and 
activated steel potential (Eact) and macro cell 
corrosion current density (imac)[36] 

 
2.3.2  补丁修复引发的宏电池腐蚀    人为因素如

“补丁修复”(Patch repair)也是引发宏电池腐蚀的重

要原因之一。“补丁修补”是矫正因腐蚀引起混凝土

局部损坏最常用的方法之一[49–50]。通常认为是由于

包覆钢筋的修补材料与已有混凝土基体在物理、化

学和电化学方面的不同将引起“电化学不相容现

象”，进而引发钢筋的宏电池腐蚀[51]。上述的这种不

利影响被称为“初始阳极”(incipient anode)或“环状

阳极”(ring anode)，也有学者称之为“光环效应”(halo 
effect)[52–53]。修补处与混凝土基体中的钢筋何处作

为阴极、何处作为阳极暂无定论。观点之一认为已

修复区域混凝土质量高于周围区域，修补处混凝土

密实度高、透气性小、含氧少所以其内的钢筋充当

阳极，周围混凝土内钢筋充当阴极，从而发生氧浓

差宏电池腐蚀。大部分观点认为，修复区域的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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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浇筑混凝土的高碱性而呈现出钝化状态，即成

为宏电池腐蚀体系的阴极部分，而周围原混凝土区

的钢筋依然处于活化状态则作为阳极，因此原混凝

土区内的钢筋腐蚀加剧，而修复区内的钢筋处于钝

化状态且受到阴极保护。 
李果等[54]通过试验得出，采用水泥基材料局部

修复会引起原混凝土区域内钢筋腐蚀加剧，掺加氯

盐的试件可达 1.5～2 倍，碳化试件可达 2～2.5 倍。

因此，只要修补材料与原有混凝土材料存在差异就

会产生局部的宏电池效应。在氯离子污染的混凝土

中进行修补时，由于修补混凝土其初始碱度高且氯

离子含量极低，补丁处的钢筋腐蚀电位处于较小的

负值，因此其内部钢筋将作为阴极，而原混凝土中

的钢筋将作为阳极，产生补丁与原混凝土间的宏电

池腐蚀，两者间的电位之差即是宏电池腐蚀的驱动

力。Cusson 等[55]通过试验证明了宏电池腐蚀风险随

电位差的增大而增大，随补丁处混凝土电阻的增大

而减小。Hussain 等[49]通过制备不同氯离子浓度的

试件，模拟氯离子污染后腐蚀钢筋混凝土的实际修

补过程，观察宏电池腐蚀现象。发现即使是修复后

的被认为是抗腐蚀的钢筋混凝土补丁，钢筋也会在

受氯离子污染的周边区域以宏电池腐蚀的形式发生

锈蚀。 
为了预防修补引发的宏电池腐蚀，除了真正消

除腐蚀诱因外还需选择适当的材料及适当的施工方

法。此外，当更换腐蚀的钢筋时，应当避免补丁中

新钢筋与原混凝土中钢筋产生电连接，可通过在新

旧钢筋交接点安装绝缘垫的方法抑制宏电池腐蚀的

产生。Mays 等[56]认为还可以通过在修补区插入牺

牲阳极，如具有很高负电位的锌等，可以有效的防

止“初始阳极”引发的腐蚀。 
2.3.3  不同金属电耦合引发的宏电池腐蚀    两种不

同金属间电耦合是引发金属腐蚀的原因之一[57–58]。港

珠澳大桥采用双相不锈钢钢筋，是我国内地第一个

大批量采用不锈钢钢筋的工程。不锈钢钢筋造价昂

贵，工程中通常只将不锈钢用在腐蚀最为严重的区

域，结构主体依然采用碳钢钢筋。港珠澳大桥将不

锈钢钢筋用在浪溅区，且仅在结构最外层采用，因

此存在由不同金属电耦合引发的宏电池腐蚀的可

能[59–60]。景强等[59]通过零电阻法测得了不锈钢钢

筋与碳钢钢筋在混凝土中接触所产生的宏电池腐

蚀电流密度，发现当两者均钝化时宏电池腐蚀可忽

略；而不锈钢钝化、碳钢处于活化状态时两者搭接

产生的宏电池腐电流密度约为 10–1 μA/cm2 数量

级，仅占碳钢钢筋自腐蚀电流的 3%左右；宏电池

腐电流密度随两者距离及碳钢钢筋与不锈钢钢筋

面积比的增大分别呈线性和指数减少的趋势。

Bertolini 等[61]研究了仅使用部分不锈钢钢筋用于

钢筋混凝土结构时的宏电池腐蚀。结果表明，在碳

化或氯离子污染的混凝土中，与不锈钢钢筋电耦合

可以提高活化碳钢钢筋的腐蚀速率，但只有在特定

情况下才会有明显的提高，效果甚至不如与钝化碳

钢间的电耦合带来的宏电池腐蚀效应。实际上，混

凝土中不锈钢钢筋与钝化的碳钢钢筋间腐蚀电位

的差别并不大[62]。除了不锈钢钢筋外，作为牺牲阳

极对结构进行阴极保护时所安装的活性钛网[63]也

会引发特殊宏电池效应。当阴极保护系统未工作

时，因于分散式阳极的存在，钢筋上的局部腐蚀略

有增强，有效地缩短了混凝土中阳极与阴极之间的

路径，从而进一步降低整个体系的电阻[64]。因此，

碳钢与不锈钢之间的电耦合在宏电池腐蚀方面可

以按照碳钢与碳钢情况加以考虑，而碳钢与其他金

属的电耦合所引发的宏电池效应则在工程实践中

应加以注意。 
2.3.4  其他内部因素对宏电池腐蚀的影响    如混

凝土试块的尺寸、温度、湿度及混凝土内钢筋附近

的氧气浓度等内部因素更多的是对钢筋“腐蚀”而非

“宏电池腐蚀”产生影响。 
2.4  宏电池腐蚀的外部环境因素 
2.4.1  常规海洋环境中的宏电池腐蚀    海洋是

十分复杂的腐蚀性环境[65]。侯保荣等[66]提出，海

洋环境可分为 5 个区带：海洋大气区、浪花飞溅区、

潮差区、海水全浸区和海底泥土区。海洋环境下钢

筋混凝土结构在浪花飞溅区的腐蚀最为严重，也是

当前海洋防腐蚀中最薄弱的环节[67]。原因主要为

浪溅区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在氯离子侵蚀的同时有

充足的水和氧气供应。Böhni 等[68]认为氯离子引起

的腐蚀中，局部形成具有较高腐蚀速率的宏电池

体系是腐蚀的主要存在形式，因此氯离子侵蚀与

宏电池腐蚀相伴相生。耿欧等[69]认为，由于缺乏

氧气，钢筋在高湿度的环境中不会发生腐蚀。宏

电池腐蚀主要在可接触氯离子的钢筋和可接触氧

气的钝化钢筋之间形成。当形成宏电池腐蚀后，

其腐蚀电流大小主要由混凝土电阻率及钝化钢筋

表面氧气还原综合控制。在现有的海洋混凝土结

构中存在 2 类极易发生宏电池腐蚀的典型情况：

密闭式空心钢筋混凝土结构、开放式空心钢筋混

凝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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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密闭式空心钢筋混凝土结构 
密闭空心钢筋混凝土结构形式常见于离岸的空

心桩、柱等浸没于海水下或海泥下结构。该类结构

不同于普通的水下结构，其外侧与侵蚀性介质(海水

或海泥)直接接触，氯离子会由该侧侵入，而内侧与

空气接触，可为结构提供一定量的氧气。尽管外层

钢筋部位的混凝土可能会处于缺氧的海水饱和状

态，但内部空气可为内层钢筋提供充足的氧气。因

此依靠内外层钢筋的电连接，外层钢筋作为阳极，

内层钝化钢筋作为阴极，结构依然可以发生宏电池

腐蚀。然而，由于结构内部空气有限且无外部供应，

随着阴极区氧气的不断消耗，氧气供应成为宏电池

腐蚀的控制因素；随着内部氧气的逐渐减少，内层

钝化钢筋的电位将不断减小，直至接近外层阳极钢

筋的腐蚀电位，整个结构的腐蚀也会随之减弱[64]；

当结构内部的氧被彻底消耗完毕时，腐蚀速率仅由

混凝土保护层及其周围水层的氧扩散决定，即阴极

氧扩散控制[46]，阴极反应将取代阳极反应成为速率

控制步骤[70–71]。 
宏电池腐蚀中阴极反应耗 O2 的过程十分缓慢。

仅当钢筋周围的混凝土水饱和与阴极钢筋附近混凝

土中大部分 O2 已被阴极反应消耗时，O2 扩散才是

腐蚀速率的控制因素。因此，宏电池腐蚀速率受 O2

扩散影响的情况仅出现在全浸没结构及暴露于长期

或循环施水数周后的空心混凝土结构。封闭式空心

钢筋混凝土并非在宏电池腐蚀初始时就是 O2 扩散

控制，因为只要存在中空结构则其总含氧量就会远

超混凝土内部所含的溶氧量，所以在实际的海工混

凝土结构中，内部中空且封闭的钢筋混凝土结构仍

需考虑宏电池腐蚀带来的危害。 
(2) 开放式空心钢筋混凝土结构 
开放式空心混凝土结构多见于“地下隧道”或埋

置于海水中的“沉管隧道”。自 1810 年 Wyatt 首次在

伦敦进行了沉管隧道施工试验后，直到 19 世纪末期

这种工法才被加以完善实施[72]。国内较为典型的是

于 2018 年 10 月已通车的港珠澳大桥，其包含了大

体积钢筋混凝土作为主要建筑材料的海底隧道段，

即“沉管隧道”。其所处环境的独特之处在于外部高

压海水作用，而内部空气(氧气)流通。不同于密闭

式空心钢筋混凝土结构，该类结构内部有充足的氧

气供应，这将使沉管隧道宏电池腐蚀更为严重[73]。

在这类结构中，高压海水使水通过密实的外层混凝

土大量且长时间渗透至外层钢筋(作阳极)表面，导

致阳极处混凝土湿润且阳极钢筋缺氧，降低了混凝

土电阻率。为保证沉管隧道混凝土结构的稳定性通

常需要一定的厚度，因此内侧钢筋(作阴极)通过结

构内部流通的空气持续不断获氧，阴极反应速率维

持稳定。这类宏电池腐蚀又可称为“氧浓差腐蚀”。
在可维修性差、维修成本高的 120 a 服役寿命的各

类沉管隧道中较易出现。目前针对空心式钢筋混凝

土等新型结构类型中钢筋锈蚀研究较少，且缺少相

关技术标准。 
2.4.2  普通大气环境中的宏电池腐蚀    普通大气

环境下与海洋大气环境下的钢筋混凝土不同之处在

于无氯离子的侵蚀，通常是碳化作用引发的宏电池

腐蚀。自然条件下的雾、雨以及人为喷洒水等润湿

手段所供给的水几乎不能从密实的混凝土表面渗透

至钢筋附近。因此，暴露于大气环境下的混凝土结

构大多处于“持续干燥”或“短期湿润”情况。Raupach
等[74]认为“持续干燥”下宏电池腐蚀速率由混凝土电

阻、阳极极化电阻、阴极极化电阻决定，而在“短期

润湿”时钢筋表面并不缺氧因此不会降低阴极反应

速率，但会降低混凝土电阻率进而增加宏电池腐蚀

速率。因此，在普通大气环境中的宏电池腐蚀情况

下混凝土电阻率变化对宏电池腐蚀电流的大小及其

随时间的变化起决定性作用。 
空气中二氧化碳气体从外部环境扩散渗透进混

凝土中将引起碳化[5]，使混凝土 pH 值由 13 降低到

9 左右，进而引发钢筋锈蚀[75]。碳化是混凝土内钢

筋锈蚀的又一诱因[70,76]。氯离子引发的腐蚀多是局

部腐蚀[77–78]，而碳化引发的腐蚀多是均匀腐蚀[79]。

Warkus 等[9]认为，长时间的锈层剥落通常是由混凝

土保护层碳化所引起的微电池腐蚀，而氯离子多引

发宏电池腐蚀而出现点蚀现象。Marques 等[5]认为碳

化将导致均匀的微电池腐蚀。因此，普遍认为氯离

子侵蚀与宏电池腐蚀相伴相生，而碳化多以均匀的

微电池腐蚀为主。然而，碳化总是以缓慢且不均匀

的方式持续演化推进。Sohail 等[32]认为，碳化能够

引起混凝土中钢筋网的某些区域先脱钝从而引发宏

电池腐蚀。尽管碳化混凝土层电阻率很高，但通过

直接测量宏电池腐蚀电流发现，即使在低阴阳极面

积比情况下宏电池腐蚀速率也很高，因此研究碳化

混凝土中电偶联形成的宏电池腐蚀体系具有重要意

义。同样地，Nasser[41]等认为在实际的钢筋混凝土

结构中，由于可能存在混凝土湿度梯度、机械损伤

或混凝土孔隙率、渗透性等的变化，碳化深度并不

均匀。碳化混凝土中钢筋处于活化状态且电位较低，

未碳化混凝土中钢筋处于钝化状态电位较高，这种



· 1638 · 《硅酸盐学报》    J Chin Ceram Soc, 2021, 49(8): 1631–1641 2021 年 
 

 

电位的“不均匀性”会导致结构中产生宏电池腐蚀。

在通常情况下，碳化过程是缓慢的，且碳化会使混

凝土微结构更密实，因此碳化引起的宏电池腐蚀相

比于氯离子引起的宏电池腐蚀起始阶段更长，腐蚀

电流更小。 
2.4.3  暴露于土壤环境中的宏电池腐蚀    土壤

是由固、液、气三相构成的复杂体系，当土壤中

存在少量水分时，土壤即成为一个腐蚀性的多相

电解质[80]。早在 1966 年 Menzies 等[81]即认识到土

壤环境中的腐蚀包含宏电池腐蚀与微电池腐蚀 2
种。土壤宏电池腐蚀主要有氧浓差电池、盐浓差

电池、pH 值差电池、温差电池以及与土壤中钢筋

混凝土接触腐蚀等[82]。 
挡水墙是一种典型的“钢筋混凝土-土壤”宏电

池腐蚀体系，除冰盐带来的氯离子会引发宏电池腐

蚀[83]。电子在钢筋中传递，而离子在潮湿土壤中迁

移，底端土壤层较厚、氧气含量少，因此靠近土壤

层的底端钢筋作为阳极；顶部土壤层疏松且湿润土

壤带来水与氧气，因此这部分钢筋作阴极。在远离

阳极处的土壤中发现了可溶性铁氧化物，因此证明

了此种宏电池腐蚀结构中腐蚀产物已发生迁移[64]。

地下隧道结构是一种特殊的腐蚀环境，内层(表层)
的钢筋混凝土衬砌结构与大气环境接触，而外层

(深处)钢筋混凝土处于土壤环境之中。由于隧道的

排水系统或土壤中地下水渗入，氯离子会富集甚

至形成氯盐结晶，引起内层钢筋活化并形成宏电

池腐蚀。Li 等[36]等通过对 1980 年至 2006 年中国

东部沿海地区建成的地铁隧道进行现场调查，分

析了耦合的局部腐蚀以及宏电池腐蚀的影响。发

现隧道各节段的纵向钢筋通过横向的箍筋形成电

耦合，使用半电池电位法与电阻率法测量证明存

在宏电池腐蚀的可能，因实际工程结构复杂，未

能证明隧道结构的宏电池腐蚀体系中存在明显分

隔的阴阳极。 
2.5  宏电池腐蚀的几何结构因素 

Warkus 等[9,46]设计了 6 类混凝土构件并进行宏

电池腐蚀研究。试样从 2 根平行钢筋的简单几何排

列到复杂的板试样或 3 层钢筋的梁，主要探究了“几
何边界条件”对混凝土中钢筋的宏电池腐蚀的影响。 

梁试件与板状试件的电阻率在超过 1 000 Ω·m
后，宏电池腐蚀电流均明显减小。但当梁和板试件

驱动电压、极化特性和混凝土电阻率全部相同时，

混凝土梁试件宏电池腐蚀电流密度比板试件低 3
倍。同种梁试件混凝土间也存在很大差异，相比于

整个上层钝化，仅一个角落的钝化会导致比前者大

得多的宏电池电流密度。因此，实际工程结构中评

估钢筋宏电池腐蚀下的混凝土结构寿命，仅考虑如

驱动电压、极化行为或混凝土电阻率等电化学边界

条件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混凝土构件的几何形状

以及阳极和阴极的布置。 

3  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现阶段，国内外对混凝土内钢筋的宏电池腐蚀

研究均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仍需进一步完善。

关于当下钢筋混凝土中宏电池腐蚀研究存在的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 5 个方面： 
目前，传统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锈蚀研究已经较

为普遍，但在新型钢筋混凝土结构缺少相关技术标

准。空心式钢筋混凝土等特殊结构类型的钢筋锈蚀

研究较少，而这类结构的钢筋锈蚀以宏电池腐蚀为

主要特征。可针对该类混凝土结构进行相关研究，

填补新型结构宏电池腐蚀研究的空白。 
大多数关于钢筋锈蚀的研究仅仅考虑微电池腐

蚀，忽略宏电池腐蚀的作用，并且针对宏电池腐蚀

的研究中也很少提及微电池腐蚀。实际上，只要发

生腐蚀，微电池腐蚀就存在。因此，在研究混凝土

中钢筋的锈蚀问题时，应当同时考虑微电池腐蚀和

宏电池腐蚀。后期应开展对不同腐蚀条件下宏电池

与微电池腐蚀间的联系与比较研究。 
当下宏电池腐蚀相关研究中以多根钢筋的宏电

池腐蚀为主，而针对单根钢筋的宏电池腐蚀研究较

少。单根钢筋的宏电池腐蚀主要是由于钢筋混凝土

界面缺陷而引起的，而考虑到界面缺陷带来的混凝

土内单根钢筋的宏电池腐蚀问题的相关研究较少，

应深入开展该方面的研究。 
通过实验手段研究宏电池腐蚀时，在求算宏

电池腐蚀电流密度时直接使用“阳极设计暴露面

积”，而非“阳极活性位点面积之和”。前者的面积

数值明显高于后者，进而造成对宏电池腐蚀电流

密度的低估，有可能在与线性极化法得到的微电

池腐蚀电流密度进行比较时得出错误结论，因此，

在后期的宏电池腐蚀研究中应当注意阳极面积的

准确性。 
宏电池腐蚀电流的测量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现场

调研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得到宏电池腐蚀相关数

据最直接、最基本的方法。然而，在实际工程中由

于箍筋与钢筋网的存在使结构内钢筋的电连接错综

复杂，难以对宏电池腐蚀电流进行直接测试。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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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安装人造阳极来测量宏电池腐蚀电流，但在

实际工况下并非总是能够将阳极与阴极完全分开，

这将导致腐蚀速率测试结果偏小。因此，在实际工

程中完善宏电池腐蚀电流的测定方法或开发新仪器

也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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